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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进入“后经济学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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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学的春天。近30年来，中国老百姓逐渐经历了市场

经济的启蒙，中国经济学界各种思潮、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已渐成气

候，经济学家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逐渐成为这个社会中的明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

经济学家在各种媒体上“露脸”的机会，可以说远超过任何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专家。经济学家在中国

不仅仅是专门家，同时是布道者与先知者，并且还是公众人物。 

  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权威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始，就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学家的声誉也

随之日渐式微。尤其是2003年“郎顾之争”以来，不仅仅是网络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指

责，而且部分有影响的传统纸质媒体也加入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及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与反思；甚至

有媒体专门整理了所谓“中国经济学家十大笑话”，一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面对他们在中国公众面前精心搭建的“样板间”倒塌，面对他们主张与推销的理论几被颠覆，中国

主流经济学家几近失语的表现，加速了经济学家退出公众舞台的速度。 

  不过，从一般意义上看，经济学从社会科学中心地位逐渐滑向边缘，不仅符合规律，而且在发达

国家也是有迹可循。 

  康德曾经指出，“启蒙运动”的后果，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是残酷的。因为一旦启蒙的任务结束，也

标志他们将从中心走向边缘。他的意思是说，启蒙知识分子呼吁的是现代社会到来，而一旦现代社会

真的到来，因为分工以及由分工导致的异化，将使社会各阶层各种角色回归到原来各自的领域，这就

叫做“诸神归位”。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也将回到他的学术领域，不再是这个社会中的思想引导者。实

际上，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讨论过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时代的到来，这就是启

蒙的结果。 

  具体到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当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秩序一旦建立之后，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也将

复位：他们仅仅是专门家，而不再是知识分子，更不再是“布道者”与“先知”。“后经济学家时代”也就来

临了。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制度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初，中国社会公众需要他们进行市场经济

启蒙，知道市场经济的各种好处；后来，各级政府需要他们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搭建方面进行指导；

再后来，多类型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也需要他们提供支持与帮助。但是，20多年后，关于市场经济的运

作机理，普通百姓不但知道而且有切身感受；在经济体制上，市场经济已经是不归路，即使有人怀念

计划经济，也回不去了。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基本成形；至于企业战略这一套，有更细微



 
的学科分工后的企业管理或财务专家。此时，自然轮到与市场经济共生的中国经济学家退位了。 

  不过，即使如此，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社会大众尤其是网络媒体中所遭到的奚落嘲弄，也却绝非

一句“从中心到边缘”规律使然所能解释的，这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问题相关，中国仍然处在政治经

济学时代。笼统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基本解决了权力分配问题之后，再谈市场；而中国是在市场化之

前，并没有解决权力平等分配。而正如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强调的，“权力的平等分配

应该优先于市场”。但可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罔顾这一基本事实，仍然将一切归为“市场问题”。这难

免使得他们反复推销的来自西方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淮橘为枳”，甚至因违背中国普通人的常识而

成为笑料。 

  2005年秋季，在“首届中国经济学贡献奖”评选过程中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曾指出，中国经济学家

挨骂，几乎都是因为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发言，而非他们的经济学专业水平。其实，政治经济学关注的

核心问题是权力与利益分配，恰就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效率领域。在效率领域，经

济学家构造的交易世界，往往是双赢的世界；而在公共领域，任何一项政策都面临不同利益与价值观

的冲突；而决策者所要做的就是平衡利益冲突。也因此，两类问题所用到的工具并不相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公共领域解决利益冲突，在这一领域，由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

分化，纯粹客观的经济学研究很容易被利益的缰绳牵着走，明智的经济学家更应该避嫌，否则，就明

确摆出自己的利益，而不能以作为“公器”的“学术”来包装“私利”。 因此，经济学的边界应该止于公共

领域。 

  从中国现实情况看，渐进式改革矛盾累积的性质已经将这个社会的基本权力分配结构问题推到了

不可回避的地步。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迫切需要协调，经济改革也反过来逼迫政治改革。此时，一方

面需要在全社会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制框架，另一方面更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智慧。所以，在经历

了30多年经济大发展与体制大变迁之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大概到了他们逐渐淡出的时候，法学与社

会学工具更适应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需要。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现在

就断言“后经济学家时代”的到来似乎还稍早了些。但即使这一时代真的来了，也并非什么坏事，相

反，这是经济学家“启蒙”任务已行将达到目的的表现。而且，从另外的意义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在“诸

神归位”之后，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本身未必不好。一定程度上，当中国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参与现实

社会建设机会减少并且能力下降后，可能他们将不再特别热衷于思想，也不再特别热衷于“布道”与“预

言”，转而更热衷于技术与学术，更能坐得住“冷板凳”。说不定，这个时候，所谓“中国经济学的现代

化”，以及与国际现代经济学实现高水平接轨才真正有望，中国经济学家以及原创性理论冲击诺贝尔

经济学奖也才真正有望。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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